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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台湾意识”本是台湾民众认同乡土的“地方意识”。日据时期，“台湾意识”
蜕变成“国族认同”，其本质上仍是“中国意识”，如不少台湾的知识分子借助台湾史著述
表达了对“故国”的追思。“二二八”事件后，围绕是否认同“中国意识”，台湾内外出现两
种截然不同的“台湾意识”与台湾史叙述。“解严”前后，政治的变动促使“台湾意识”出
现异化，导致战后岛内“去殖民化”“去省籍化”的台湾史研究路径被抛弃。部分台湾史学
者企图使台湾史研究脱离中国史脉络，重新建构以“台湾人”为主体的“台独史观”，使之
成为推动“台独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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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意识”与台湾史研究有密切的关联。日据时期，“台湾意识”成为“国族认同”时，台湾的
知识分子便借助台湾史著述表达对“故国”的追思。20 世纪 50 年代，在反思“二二八”事件的过程
中，围绕是否认同“中国意识”，台湾内外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台湾意识”与台湾史叙述。“解严”
前后，台湾地区的“台湾意识”出现异化。① 伴随着台湾“本土化”运动的兴起，否定“中国意识”、认
同“台湾主体性”的“台湾意识”逐渐在台湾社会蔓延，迅速渗透到包括台湾史研究在内的各种学术
思想领域。台湾史研究既是“台湾意识”力图改造的核心领域，也是塑造“台湾意识”不可缺少的重
要环节。台湾史研究在当局与民间的支持下得到长足发展，成为“显学”。但台湾史研究兴起的背
后，很大程度上是对战后 30 年以中国为本位、以汉人移民史为主的历史论述的挑战与背弃。部分
台湾史学者力图使台湾史研究脱离中国史脉络，重新建构以“台湾人”为主体的“台独史观”，成为
推动“台独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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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推进两岸历史文化认同融合研究》( 16JJDGAT002) 的资助。
“异化”的概念，借用自陈昭瑛的论述，这里用以指“台湾意识”脱离“中国意识”，成为“台独意识”。参见陈昭瑛《论台湾
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台北，正中书局 1998 年版，第 138—141 页。
陈忠纯 /“台湾意识”的异化及其对台湾史研究的影响
一、“台湾意识”的产生、流变与分化
“台湾意识”最初是台湾民众在历史上产生的一种自我认同意识。众所周知，由于台湾海峡的
阻隔，大陆居民迟至明清时期才大规模移民台湾，并经历了从祖籍地认同到定居地认同的漫长过
程。一般认为，作为一种乡土地域的自我意识，大约在 19 世纪 50 年代后，“台湾人”的认知才在台
湾的大陆移民群体中形成。但不久后，在乙未反割台斗争中，原本文教相对落后的台湾绅民却激发
出前所未有的爱国反抗精神，强烈感染了举国士民并影响了当时舆论。“公车上书”的发生，便不
能忽视台民的作用。光绪帝谈及台民意欲死守台湾时，曾喟叹“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
下主?”①《申报》则言台民的抵抗所展现的爱国精神，将让列强从此不敢再轻视中国人，“乃始知中
国之民，固大有可用也。始之轻中国者，安知后日不从而重中国乎”。②
台湾民众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台湾意识”进一步强化。日据时期，“台湾”不但是
台湾民众的自我认知，还是台湾民众抗日、反日的共同符号。③ 从 1895 年的“台湾民主国”开始，直
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台湾自治联盟”等，各种以“台湾”为名的组织、刊物层出不穷。日据时期
台湾士绅以“台湾”为号召，目的是与“日本”区隔，抵抗日本对汉文化的压制和对台湾人的剥削。
日本统治者也深知，台湾人的民族意识终归是“汉民族意识”，“视中国为祖国”，所谓“台湾是台湾
人的台湾”之类的观点，不过是掩人耳目的说辞。④ 当时台湾民族运动虽然有“祖国派”和“自治
派”之分，前者将台湾的解放寄希望于祖国，后者虽然对当时中国腐败落后政府的“苛政”抱有戒
心，着重关注本岛事务，但这部分人“也只是对支那现状失望以至于怀抱如此思想，他日如见支那
隆盛，不难想象必将回复如同前者的见解”。⑤ 寻找自我认同，往往会自觉地追溯历史，在历史中确
定身份。因此，这种自我认同往往要与历史叙述联系起来。当时在台士绅留下了记录台湾历史沿
革和乙未反割台历史的著述，如连横的《台湾通史》、吴德功的《让台记》、洪弃生的《瀛海偕亡记》
等。这些著述中，都充满着浓厚的故国情思。
可见，早期的“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并无隔阂，只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不能公开承认“中
国意识”。1945 年台湾光复后，由于国民党政权接收台湾的制度设计及初期施政不当，引起了台湾
民众的不满，加之两岸近 50 年的分离，社会发展的落差，出现了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隔阂，
诸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这场历史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政权的腐败。
经历了“二二八”事件后，部分台湾人对其省籍意识作了反思，“台湾意识”却因此分化:部分遭受打
击的台湾人提出“台独”的主张，更多的台湾人则希望消弭省籍意识。
这两种不同的“台湾意识”催生了两种几乎针锋相对的台湾史观。其代表人物前者主要是部
分流亡海外的台湾人，如史明、王育德等;后者则主要集中在岛内，如李万居、杨云萍、陈奇禄等。
1962 年，史明为推动“台独运动”，编撰了《台湾人四百年史》一书，声称:“笔者想要站在四百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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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 《翁文恭公日记》，乙未三月二十九日，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日战争》第 4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50 页。
《论台民义愤亦足以震慑远人》，《申报》，1895 年 7 月 15 日，第 1 版。应该注意到该报之所以有这种言论，是受台民感动
后，觉悟到民众的力量对于国家的意义。参见陈忠纯《报刊舆论与乙未反割台斗争研究———以〈申报〉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
2011 年第 2 期。
陈昭瑛: 《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第 105 页。
尹章义: 《“台湾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历史的观点》，《台湾研究》199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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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开拓，建设台湾而备受外来统治的台湾人的立场，来探索‘台湾民族＇的历史发展，以及台湾人
意识的形成过程，同时也希望透过台湾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寻到一条我们一千万台湾同胞求生存
所能遵循的途径。”①该书将以往在台的政权一概视为“外来政权”，提出“台湾民族”不同于“中华
民族”，“台湾人是中国人”是种“空想(观念上)汉族主义”，这是比以往都更彻底“台独”的“台湾意
识”。虽然史明不是学者，《台湾人四百年史》更像是部“汇抄”，但其激进的主张却影响了后来的
“台独”分子。1964 年，王育德也在日本出版《台湾:苦闷的历史》，该书基本按史明的架构重新梳
理台湾史的脉络，但书中曲护辜显荣为“投降清军献计夺取中原的洪承畴”，诋毁抗日运动是“利用
迷信的‘阴谋事件＇”，歌颂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是“十全十美的资本主义殖民地”，要排除道德和
情感“客观”评价日本统治，称“日据时代”“有可能被判定胜过现在(即国民党统治)”。② 史明与王
育德的主张充满情绪的宣泄，实际是把“省籍矛盾”“地方主义”无限上纲为民族、种族的矛盾，谈不
上有严肃的学理基础。③ 但他们试图彻底地颠覆“中国意识”下的台湾史观，对 20 世纪 80 年代之
后的“台独史观”影响深远。
从史明、王育德的主张可以看到，省籍矛盾与日本因素对于当时的“台湾意识”有着重要的影
响。而在战后初期的台湾岛内，无论是“本省”学者还是“外省”学者，都特别注意避免“省籍”意
识，也曾致力于台湾史研究的“去殖民化”，以揭示台湾与中国的历史关联。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台
湾地区台湾史研究情况研究还较少，其实作为承上启下的一环，还是很值得探讨的。1949 年 9 月，
岛内的台湾史学者曾召开一次“台湾乡土史座谈会”，该次会议集中讨论了日据时代台湾史研究的
殖民地性格，提出要开辟台湾的民族斗争史、移民开发史等新的研究领域，弘扬民族精神。会议为
台湾史研究定调:“三百年的台湾史，就是中华民族在台湾奋斗的历史”，呼吁学界更加努力地推进
台湾史的研究。有学者指出日本殖民者的台湾史研究，是为了研究台湾人民的“民族性”，是为了
更好地进行统治和治理;台湾光复后的台湾史研究，则是为了弘扬台湾的民族精神，以及改进台湾
人民的生活。还有学者提出:“新时期的台湾史研究，要注意研究台湾民族的斗争史、中华民族在
台湾的移民开发史，这是过去日人故意忽略的，这是我们今后要加以注意的。”④可见，台湾史研究
是建立在“去殖民化”，即对日人成果的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的。
笔者试以《公论报》的“台湾风土”副刊的宗旨与刊稿做说明。⑤《公论报》创办人是著名的“半
山”李万居，该报是战后初期台湾地区唯一的民营报纸，影响颇广。而“台湾风土”所汇聚的台湾史
研究者，皆可谓一时之选。李万居创立该刊的用意是去除日本殖民影响，重拾和阐扬台湾民众的民
族精神:“日本人据台五十年，表面上，台湾免不了遗留许多日本人的影响，但台湾的居民百分之九
十八是汉人，他们的祖先移居台湾时所带来的开疆辟土、坚忍不拔的精神，正是中华文化的精
髓。”⑥李纯青为该刊撰写的发刊词，也表达了这一意涵。该文以《台湾的光荣》为题，表示研究台
湾目的在于“发掘民族精神，鼓吹自治运动”:“今日台湾的文化工作，我想第一，要强调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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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明: 《台湾人四百年史》，“日文版序”，美国加州圣何塞( San Jose) ，蓬岛文化公司 198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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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国辉: 《“台湾人意识”与“台湾民族”———与陈映真对谈于爱荷华》，《台湾史研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1985 年版，第
154—160 页。
林衡道记录: 《台湾乡土史的研究———台湾乡土史座谈会纪要》，《公论报·台湾风土》第 67 期，1949 年 9 月 20 日。
学界关于《公论报》“台湾风土”栏目与战后台湾地区台湾史关系的研究还不多见。可参见罗雅如《〈公论报〉“台湾风
土”副刊与战后初期台湾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2008 年;吴昀徽《〈公论报〉副刊〈台湾风土〉中的台湾民间
故事内容及其学术意义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台湾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2014 年; 张飞《〈台湾风土〉与战后初期的台湾史研
究》，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2017 年。
陈奇禄口述，陈怡真撰: 《澄怀观道:陈奇禄先生访谈录》，台北，“国史馆”2004 年版，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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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郑成功的传统。……这种反击异族的斗志与力量，是台湾最大的光荣，是宝贵的遗产。……第
二，我认为要求自治———地方自治，极其正当。……任何省份的人都有爱家乡的心理。这种心理就
是自治的基础，不可压抑的力量。”①台湾本省著名的台湾史研究学者杨云萍则言:“第一，我们不要
使台湾的研究，成为好奇心的对象。……若只是为好奇而工作而已，终不能成为学问，换言之，终不
能达到研究的阶段，仅可满足一些好事家的趣味。……第二，我们不要使台湾的研究，为了排他的、
固陋的乡土观念，而研究变成无谓的歌颂。不消说，有乡土观念的人，才会有国家观念，而才会有爱
人类的观念。但是，真的观念，不是盲目的自赞;而是基于客观的冷静的结论而到达的，这才耐得风
雨霜雪。……台湾的过去的文化之在于我国的地位，我们是要客观的冷静的检讨一下的;而我相信
台湾的文化，是耐得这检讨的。尤其是中国民族的文化，流入到台湾，受着历史的、地理的影响，而
变成怎么个样子，确值得我们细心的研究。这研究对于究明一般人类的文化的本质，当有贡献，我
们之可以歌颂的地方，当在此也。”②
“台湾风土”所涉猎的问题涵盖极广，从中我们可以构建出一幅当时台湾史学者们所认知的台
湾史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无论是“原住民”的历史，还是荷据、明郑、清代、日据时代的历史，台湾
史学者们所致力挖掘的主要是汉人认知、移民和开发台湾的历史，突出台湾同胞建设祖国边疆、反
抗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比如，有关人物的文章注重褒扬郑成功、刘铭传、唐景崧、陈季同等在台湾
开发、建设乃至反割台斗争中的人物，还有如肯定晚清政府在台湾的近代化建设、澄清乙未反割台
与“台湾民主国”的历史、揭露日人在台的武力暴行与经济掠夺等。此外，还重视挖掘两岸的文献
材料，呈现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渊源与有机联结。
20 世纪 50 年代岛内台湾史研究的基调一直影响到 70 年代末。20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中华
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及中美建交，国民党以“正统中国”为名的统治合法性已然坍塌。
面临来自内外的严峻挑战，国民党主动采取“台湾化”的策略，把台湾史教育作为“乡土教育”纳入
中小学历史教育范围。同时，高校内的台湾史课程及有志从事台湾史研究的研究生也有所增加。
此时期依循中国史的脉络仍然是“台湾史”研究的主流，不过更重视总结台湾史的“特色”。由曹永
和、黄富三主编的《台湾历史论丛》第一辑这样解读台湾史的特质及其与中国史的关系:“历史的发
展和变迁具有其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两面性格。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的历史在文化上讲，一直是
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在这种普遍性之外，因为台湾是个孤立于大陆的小岛，开发也晚，所以它的历
史发展与中国其他省份颇有差异，使人不得不‘另眼相看＇”。他们归纳的台湾史特点主要有:第一，
它是近代汉民族殖民成功的特例。第二，主权者变动频繁，与大陆时分时合。其中荷兰、日本系
“外国”，让台湾沾染“异国色彩”。第三，边疆社会的色彩浓厚。第四，为中国海洋性文明的前驱。
第五，为中国近代化的模范省。③ 其时台湾史研究曾发生“内地化”与“土著化”的论争。陈其南提
出“土著化”的理论，其立论的重心从清政府如何让台湾“内地化”，转为汉族移民如何在台湾重构
了“土著化”的中国社会。该理论虽然挑战了之前一脉相承的以中国史为主脉的“内地化”观点，反
映台湾“本土化”运动的诉求，但仍是在承认清代晚期的台湾汉人社会属于“中国本土社会的延伸”
的前提下，分析汉人移民社会经历了怎样的转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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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严”前后岛内“台湾意识”的异化与“台独史观”的建构
1970 年代末期以后，台湾史研究在当局与民间的支持下开始蓬勃发展，但兴盛的背后是既往
以中国为本位、以汉人为主的开发史研究受到挑战，取而代之的是“台湾本土化意识”的抬头。① 自
“解严”前后，政治的变动也影响到了台湾史的研究。战后岛内以“去殖民化”“去省籍化”的“台湾
意识”为核心的台湾史研究路径突然被抛弃。1983 年，郑钦仁发表《台湾史研究与历史意识之检
讨》一文，公开对战后三十年的台湾史研究和“历史意识”提出质疑，否定“中原本位主义”“台湾与
大陆的一元化”以及以统治者作为断代分期依据等，肯定“地方意识”和“人民史观”，“台湾史的研
究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史的范畴之观点立论，只有站在‘世界史＇的观点才能看到台湾在历史与未来
所扮演的角色，从中或许能摸索出来自立生存之道，摆脱周围强权之纠葛”。② 面对愈演愈烈的“本
土化”运动，一些台湾史学者的立场自觉转为“以台湾为本位”。如 1971 年，曹永和对台湾史和台
湾开发史的基本观点是“台湾史的基本性格是在于数千年来，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不断地
分向四方扩展，终于自大陆滨海地方，将其活动范围推进到台湾来，前仆后继，入殖经营，终于建设
了汉人社会的过程。所以台湾的经营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章，也是中华民族所蕴蓄深
厚潜力的发挥”。③ 但到了 1990 年代，曹永和提出了所谓的“台湾岛史”的概念，认为“将台湾岛作
为研究主体”，“才能架构出结构性、总体性、全球性的台湾史观”。④ 其他诸如杜正胜的“同心圆”
史观、陈芳明的“台湾史观”等，均是在以台湾人为主体的名义下，否定既往以中国史为主线的史学
研究。⑤ 这些史观承接史明与王育德的主张，把以往的政权全部视为“外来政权”，声称要以台湾民
众的观点，重新诠释台湾史，目的其实就是建构所谓的“台独史观”。他们将中国史脉络下的台湾
史定性为“统治者的历史”“中原史学”，两种史观的对立又被称作“正当的、自主的‘台湾意识＇”对
“霸权的、奴化的‘中国意识＇”的反抗。⑥ 可以看出，“去中国化”的“台湾意识”已成为建构“台独史
观”的核心脉络之一。如张炎宪所述:“历史是须要诠释、建构的，台湾历史的诠释除需应用精致的学
术成果、历史方法、历史理论之外，更需要立足台湾的史观。”⑦张炎宪将所谓“台湾史研究的新精神”
归纳为:突破“官方说法，以台湾民众的观点，重新诠释台湾人民在这块岛屿上的奋斗历史”;突破“中
国传统史学的正统论、统一论、中国中心主义、中国文化优越论和汉人中心主义等观点”，探讨“台湾的
多元性、自主性和独特性”，其核心即“脱离中国史学的传统，不只是排除或超越中国史框框，更要建立
台湾历史的精神”。⑧ 虽然这种“台湾意识”所提出的世界史视野、肯定历史的多元性、反对大民族主
义等，有合理性的一面，但其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建构脱离“中国史”脉络的“新史观”，从而为“台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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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纯 /“台湾意识”的异化及其对台湾史研究的影响
动”提供思想资源，并试图透过教科书改革等途径改变台湾社会的国族历史认同。①
备受“本土化”学者推崇的陈其南便批评说，无论如何强调台湾的“本土意识”以建构所谓的
“民族国家”，都无法否定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发展和族群的意义上探讨
‘台湾人＇这个客观存在的历史社会事实，但不论探讨的结果如何，均不应与当代政治立场有关的任何
前提纠结在一起。譬如说，我们的结论可以指出:台湾人在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族群定义上，只不过是
华人和汉人社会的一个地方性成分而已，顶多只能算是一个不同方言或是地方居民的范畴。或者从
历史和文化渊源来看，台湾社会基本上仍然是如假包换的中国或汉人社会，台湾人不论如何强调其本
土意识，在历史文化上仍无法否认此一事实。除非是诉诸夸张的或者非理性的论证，否则‘台湾民族＇
之意识很难建立起来。对于试图透过台湾民族意识来寻求其‘民族国家＇之理论基础者，这个‘中国情
结＇可以说是挥之不去，欲理还乱。”②但对有心推动“台湾主体意识”者来说，这样的解释无疑不能接
受，他们如此回应:“(陈其南)此种取向的人类学研究无法呈现出此一议题在当前社会中所具有的重
要意义。我们必须要从‘台湾人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社会事实＇的观点，转换成把台湾意识当作一
种主观的文化认同体系来认识其内容，观察它在不同历史的情境下，以何种形貌存在。”③显然，这种
“台湾意识”虽然以台湾史为名推动“去中国化”，但本质却是“主观”的、反历史的。
当下的台湾史研究仍在强化“台湾意识”，相对于 2000 年以前热衷于台湾史观的理论批判，更
多人致力于将上述史观“落实于”具体的历史解释中。如有学者试图挖掘诠释战后以来台湾人思
想中的“台湾史意识”。④ 有学者在考察日据时代的民族运动及战后初期的“祖国体验”后，论定在
“二二八”运动前，“台湾人体悟到，要摆脱再次被殖民命运，对抗中国官僚集权统治，必须团结奋
起、自立自主，才有机会主宰自己的前途”。⑤ 还有学者在论述 1930 年代台湾人的“国家认同”时，
认为“面对近代台湾史，我们更应该了解，对于国境线不断地被重划的抗拒，甚至企图描绘出‘台湾
共和国＇国境线的努力，才是近代台湾‘去殖民化＇的真实历程”。⑥ 类似的观点在台湾史研究中并不
少见。岛内的台湾史界有意无意地疏离与中国相关的议题，比较专注台湾人的“生命史”，或探讨
台湾史的“殖民”“后殖民”问题，或配合所谓“转型正义”，强化“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研究，以
及日本殖民台湾史等议题。以台湾最重要的台湾史研究专门刊物《台湾史研究》为例，近年有关两
岸关系史的论著所占比例不高，且这些文章多以台湾人的视角看待历史过程，而当涉及“中国”时，
甚至常给人近似于“别(他)国”的感觉。
20 世纪 90 年代曾有学者指出，从文化史上看，台湾的“本土化”运动经历了“反日”“反西化”
“反中国”三个阶段。⑦ 若从“台湾意识”的萌生到发展的过程看，其中最根本的变化还在于是否认
同“中国意识”。自“台湾意识”作为台湾民众的自我认同出现时，就是一种“乡土意识”或“地方意
识”。在日据时代，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时，“台湾意识”变成一种“国族意识”，但这种“国族意识”
本质上仍是“中国意识”。台湾光复后，“台湾意识”本需经历“去殖民化”的重塑。国民党的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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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复杂的内外社会经济形势，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了“二二八”事件。此后，“台湾意识”开始出现
分化。20 世纪 50 年代是“台湾意识”转变的重要时期。部分流亡的台湾人提出“台独”主张，把对
国民党的不满及省籍矛盾，上纲为民族、种族矛盾。“解严”后这种极端主张在台湾岛内流行，而认
同祖国的“台湾意识”反而势衰。不过，若细究以“台独”为目的的“台湾意识”，会发现其所凭靠的
历史依据与论述根本经不起推敲。乙未反割台时期的“台湾民主国”、日据时代的“台湾民族”论或
“台湾人”口号，乃至于后来的“亚细亚孤儿”论，本身均非脱离“祖国”之意。因之，许多原来认同
“中国意识”的台湾史学者，在“解严”后突然选择以脱离中国脉络的“台湾意识”做研究，其改变认
同的动力主要并不来自学理层面，而更像是政治社会形势演变后的一种“顿悟”。然而，传统中国
的认同更多是文化思想层面的，而不是血缘或者政治层面的。当“台湾意识”开始在台湾风行时，
旅日台湾学者戴国辉便曾专门做过精辟的批判，指出要培育健康成熟的“台湾人意识”，既需要肯
定“台湾内部居民的多元存在”，也要承认“中华民族意识却是台湾人的上位概念”。① 当下，台湾
地区“台湾意识”的主体性虽然越发强烈，不过两岸形势今非昔比，早不是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的
情形。世易时移，或许“台湾意识”未来会再一次“顿悟”，重新回归中国脉络，亦未可知。总之，台
湾史研究的现状再次提醒研究者，历史研究与现实相隔并不远。台湾史研究中的两种“台湾意
识”，反映的其实是对两岸关系发展走向和台湾未来走向的关怀。
( 责任编辑: 徐秀丽)
·书 讯·
《变动时代的法律职业者:中国现代司法官个体与群体(1906—1928)》
李在全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98 元
现代中国的法律职业者，大体包括法官( 审判官) 、检察官、律师、法律研究者等，他们共同构成法
律制度运行中“人”的部分。法律职业者，虽以法律事务为职业，但其首先是“人”，是历史进程中的个
体与亲历者，他们对变动时代的法制变革有着自己的观察、体验与感受。这些其实已经成为中国现代
法制、司法变革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了，对治史者而言，不能不察。在法制运行的主体之中，司法官
( 主要包括法官与检察官) 群体是关键部分，值得探究。本书除了关注司法官群体的静态结构之外，更
着力将其置于“变动时代”中加以观察，尤其关注政治变动( 如政体改革、政权更迭等) 对司法官群体之
影响。
从内容而言，本书从中国现代司法官产生的“旧”路径( 刑官转换成为推事) 与“新”知识( 留日法
科学生的养成) ，清末制度变革与司法官群体组合，清末法界领袖沈家本在民国元年的经历与感受，辛
亥鼎革后司法官群体的分流与重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法律界的交游网络与内外生态，时代环境变动
与法律职业者个体抉择等方面展开论述。总体而论，本书各章都有独特的核心史料和讨论话题，具有
专题讨论性质，也能统摄于本书主题之下。如此篇章结构安排，意在既能保证专题讨论的深度，又能兼
顾学术专著的统一性与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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